
驾驭开放?
———开放调节机制与东亚 “中等收入陷阱”∗

罗仪馥

内容提要:“中等收入陷阱”的本质是中等收入国家的产业结构升级受阻

与收入差距相对扩大,最终表现为人均国民收入增长滞缓.对外开放是东亚

经济起飞的必经之路,但对于进入中等收入阶段的东亚经济体而言,经济开

放又意味着巨大的产业升级与社会分配压力.基于此,东亚经济体能否跨越

“中等收入陷阱”,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是否建立起有

效的开放调节机制.开放调节机制泛指在经济开放条件下,东亚经济体调整

生产要素结构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合集,通常以产业发展政策和社会分配政策

的形态出现.开放调节机制分为两大类型:侧重于培育与转化劣势要素的进

取型调节机制,与侧重于加固和汲取优势要素的保守型调节机制.确立进取

型调节机制的经济体更易于跨越 “中等收入陷阱”,而形成保守型调节机制的

经济体陷入陷阱的可能性更大.上述分析框架在韩国和泰国两个东亚案例中

得到充分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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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依附论和世界体系理论的叙事中,对外开放对发展中国家或处于世界

经济边缘地带的后发国家而言是一把 “双刃剑”.这些国家在享受开放所带

来的资本、技术、市场等发展资源的同时,也面临着被 “压榨”、被 “剥削”

并最终陷入 “中等收入陷阱” (middleＧincometrap)等困境.① 东亚国家或

地区②辉煌的经济起飞基本都深嵌于对外开放与经济全球化之中,但在进入中

等收入阶段之后,东亚各经济体在对外开放中出现了经济发展的结果分化,即

以日本、韩国、新加坡等为代表的国家成功迈入高收入国家之列,而以马来西

亚、泰国、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等为代表的国家则在中等收入阶段长期徘徊.由

此看来,东亚经济体跨越/陷入 “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实际上就是相关国家

在中等收入阶段能否成功 “驾驭开放”的问题,从更广泛的角度来看,也是发展

中国家或后发国家在经济开放的条件下如何护卫本国经济持续增长的问题.

一、东亚 “中等收入陷阱”之谜:开放条件下的增长与停滞

“中等收入陷阱”这一概念最早由因德米特吉尔 (IndermitGill)等于

２００７年正式提出,他们将东亚部分国家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出现的 “通过

要素积累的发展战略难以继续维持过去的高经济增长率”现象描述为 “中等

收入陷阱”.③ 此后,“中等收入陷阱”通常被定义为一国经济发展在达到中

等收入水平后,整体经济增长放缓甚至停滞的稳定状态.④ 在此基础上,相

关学者又通过数值界定的方式明确跨越或陷入 “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范

围.⑤ 根据世界银行的人均收入分界线,结合杰西菲利佩 (JesusFeli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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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德烈冈德弗兰克: «依附性积累与不发达»,高铦、高戈译,译林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
第１７９~２１７页.

下文的 “东亚国家”均代指 “东亚国家或地区”.

IndermitSGilletal,AnEastAsianRenaissance:IdeasforEconomicGrowth,Washington
DC:TheWorldBank,２００７,pp１７Ｇ１８

蔡昉:«“中等收入陷阱”的理论、经验与针对性»,载 «经济学动态»２０１１年第１２期,第６页.
其中广受使用的是 “绝对标准界定法”,该方法关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GDP)或人均国民

收入 (GNI)达到中等收入下限与突破上限的时间.菲利佩等人借助计量手段确定以下标准:人均

GDP在２０００至７２５０美元 (中等偏低收入)区间内的停留时间超过２８年,或者在７２５０至１１７５０美

元 (中等偏高收入)区间 内 停 留 时 长 多 于 １４ 年,参 见 JesusFelipe,Arnelyn Abdonand Utsav
Kumar,“TrackingtheMiddleＧIncomeTrap:Whatisit,Whoisinit,andWhy?”,LevyEconomics
Institute,WorkingPaper７１５,April２０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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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绝对标准划分法,本文将以下情形界定为一国陷入 “中等收入陷阱”:截

至目前仍处于世界银行所划定的中等收入国家之列,且在中等偏低收入阶段

停留时长超过２８年,又或者在中等偏高收入阶段停留年份多于１４年.
“中等收入陷阱”概念最早是以东亚国家的经验为基础提出的,这在某

种意义上说明东亚在 “中等收入陷阱”研究中具有更强的典型性.在 “中等

收入陷阱”的研究体系中,跨越与陷入陷阱的案例同等重要,只有同时关注两

类案例,才能真正理解其背后的原理.而东亚地区跨越组与陷入组的经济体数

量相当、界线分明,高度符合 “中等收入陷阱”研究的这一要求 (见表１).

表１　东亚跨越与陷入 “中等收入陷阱”两组经济体的比较

跨越组

经济体
进入中等收入

阶段的时间

首次进入

高收入阶段的

时间

从中等收入到

高收入所用

时间

２０２２年人均

GNI (美元)
人口 (万)

领土面积

(万平方千米)

日本 １９５０s １９７０s １０~２０年 ４２４４０ １２４７７６ ３７８０

新加坡 １９６０s １９８０s １０~２０年 ６７２００ ５６４ ００７２

中国香港 １９５０s １９８０s ２０~３０年 ５４３７０ ７５０１ ０１１

韩国 １９７０s １９９５ １０~２０年 ３５９９０ ５１６３５ １０３３

陷入组

经济体

进入中等

收入阶段

的时间

中等偏低收入

阶段停留时间

(至２０２２年)

中等偏高收入

阶段停留时间

(至２０２２年)

２０２２年人均

GNI (美元)
人口 (万)

领土面积

(万平方千米)

马来西亚 １９７０s ２０~３０年 ３１年 １１７８０ ３１９４ ３３０３

泰国 １９８０s初 ２０~３０年 １９年 ７２３０ ６９０４ ５０５０

印度尼西亚 １９８０s末 ３０~４０年 ４年 ４５８０ ２５８３１ １９１３６

菲律宾 １９８０s末 ３０~４０年 — ３９５０ １０２６２ ２９９７

　　 说明: (１)由于世界银行从１９８７年起才开始采用 “低收入—中等收入 (中等偏低—中等偏

高)—高收入”的国家分类方式,对于早于１９８７年进入中等收入阶段的经济体,作者只能根据人均

GNI的变化趋势判断其经济发展水平变动的大致年代; (２)根据２０２２年的标准,人均 GNI在１０８６
美元到１３２０４美元之间属于中等收入国家;(３)中国大陆由低收入转为中等偏低收入的时间为１９９９
年,并于２０１０年达到中等偏高收入,２０２２年人均 GNI为１２８５０美元,就这一演变进程看,目前中

国大陆虽然尚未进入高收入阶段,但也不能归为陷入 “中等收入陷阱”的情形;(４)越南、柬埔寨、
老挝、缅甸都是在２０１０年之后才成为中等偏低收入国家,截至目前,这些国家是否陷入 “中等收入

陷阱”,尚未定论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参见世界银行数据库 (WorldBankOpenData),https://dataworld
bankorg/;中央情报局 (TheCentralIntelligenceAgency),https://wwwciagov/library/publications/
resources/theＧworldＧfact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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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国家实现经济起飞 (或者说从低收入迈进中等收入阶段)的方式具

有相似性,即通过推行出口导向型工业化战略实现.① 相关国家通过出口导

向型战略为本国经济起飞汲取丰富的外部资源和开辟广阔的国际市场,或者

说,其经济成长历程深嵌于经济开放的过程之中.２０世纪６０~９０年代,通

过相互影响与借鉴先后践行开放战略的东亚各经济体实现经济飞速增长 (处
于战时阶段的个别国家除外);但这种共同欣欣向荣的景象在２０世纪９０年

代中后期开始逆转,东亚各国逐渐出现跨越与陷入 “中等收入陷阱”的结果

分化.
讨论东亚 “中等收入陷阱”,必须将其放在经济开放的大语境之下.本

文尝试回答的问题是,同样在经济开放的背景下实现经济起飞,东亚国家的

后续经济发展为什么会出现跨越或陷入 “中等收入陷阱”的结果分化? 基于

此,本文共分为六部分,第一部分简要介绍东亚 “中等收入陷阱”现象并提

出研究问题,第二部分对既有研究进行总结评述,第三部分构建一个有助于

理解东亚 “中等收入陷阱”的分析框架,第四、五部分选取韩国和泰国两个

案例对东亚 “中等收入陷阱”分析框架进行验证,最后为结论与启示.

二、既有研究及其不足

“中等收入陷阱”概念的最初提出距今已将近３０年,相关理论研究与案

例分析成果层出不穷.发展经济学、比较政治经济学 (ComparativePolitical
Economy,CPE) 和 国 际 政 治 经 济 学 (InternationalPoliticalEconomy,

IPE)的学者都对这一议题有所关注.综合来看,解释 “中等收入陷阱”的

视角大致可以分为四类.
一是生产要素视角,这是发展经济学学者最热衷的研究角度.一方面,

以生产要素结构的意义与变化来解释一国陷入与走出 “中等收入陷阱”的过

程,即一国能否跨越 “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在于能否实现生产要素结构的

转变.② 另一方面,探讨生产率水平在 “中等收入陷阱”形成中的决定性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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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李晓:«东亚奇迹与 “强政府”———东亚模式的制度分析»,经济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第１４页.
蔡昉:«“中等收入陷阱”的理论、经验与针对性»,第４~９页;LindaGlaweandHelmut

Wagner,“TheMiddleＧincomeTrap:Definitions,TheoriesandCountriesConcerned———ALiterature
Survey”,ComparativeEconomicStudies,Vol５８,No４,２０１６,p５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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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一国生产率水平的演变趋势主要取决于生产要素重新组合的情况,① 全

要素生产率 (totalfactorproductivity,TFP)衡量的是各生产要素的配置效

率,包括 “中等收入陷阱”在内的大多数经济增长减速现象,都可以用 TFP
增速的下降来解释.②

二是以社会为中心的理论,主要关注收入分配、社会福利与利益集团等因

素.中等收入国家在此前的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造就了一批既得利益集团,他

们会将某些具有过渡性特征的体制因素定型化,形成最有利于其利益最大化的

“混合型体制”,同时阻碍进一步变革的产生,使经济与社会处于畸形僵化的状

态.③ 相关研究成果基本都认同 “收入差距扩大是导致 ‘中等收入陷阱’的

主要原因之一,反之,收入差距缩小则有助于一国走出陷阱”,④ 而且都强调

收入分配平等与否 (或收入差距的大小)在一国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中所产

生的影响有所不同.虽然在低收入阶段,收入不平等可能有助于经济增长;
但对于中等收入国家而言,收入不平等的负面影响是显著而直观的.

三是政府与政策视角,CPE与IPE学者对此更加青睐.相关研究发现,
一国能否从产品加工生产向高附加值生产活动转变,决定了该国能否从中等

收入跨入高收入阶段,而生产活动的转型升级又高度依赖于政府对于高附加

值生产环节 (如产品研发、零部件生产等)的支持.⑤ 此外,一国在进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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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对于利润、资本、信贷、利息和经济周期的考察»,
何畏译,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０年版,第Ⅸ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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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rveBankofKansasCity,２０１１,pp４０９Ｇ４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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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２００７年版,第７１页;孙立平:«“中等收入陷阱”还是 “转型陷阱”?»,载 «开放时代»２０１２年第

３期,第１２５~１４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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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per２０１３/０６,October２０１３;AyseOzturk,“ExaminingtheEconomicGrowthandtheMiddleＧincome
TrapfromthePerspectiveofthe MiddleClass”,InternationalBusinessReview,Vol２５,No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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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当代亚太　

等收入阶段后选择以下两种发展战略,可能会使其陷入 “中等收入陷阱”:
一是长期坚持劳动密集型出口导向战略,即使其比较优势已随着工资水平的

提高而逐渐丧失;二是在制度基础尚未形成的前提下过快追求迈入 “知识经

济”阶段.①

四是制度视角,包括经济与政治意义上的制度,这也是发展经济学、

CPE与IPE三个学科共通的分析范式.从制度角度解释 “中等收入陷阱”的

理论成果的共同立论基础是,经济发展阶段的攀升需要适时与适当的制度调

整与之相匹配.相关研究关注技术创新体制、② 以用工制度和分配制度为代

表的影响社会收入公平性的制度、③ 围绕贸易、投资与金融等经济活动形成

的制度④以及政治意义上的制度 (如政商关系、政治体制等)⑤ 对陷入/跨越

“中等收入陷阱”的影响.
关于 “中等收入陷阱”的理论与实证研究成果丰硕且复杂,但这并不代

表既有研究已足够充分.将上述理论运用于东亚案例的比较分析时,可能存

在一些不足或不适用的地方.
第一,对 “中等收入陷阱”的现象梳理与原因探讨需要更清晰地划分.

部分研究将现象与原因混为一谈,或者误将现象视为原因,以致 “中等收入

陷阱”成因被不断扩容与稀释.从概念本身出发, “中等收入陷阱”是一种

经济与社会现象,中等收入国家在较长时间内经济增长放缓甚至停滞是陷入

“中等收入陷阱”最直接与宏观的表现.以此为基础,生产效率无法顺势提

升及其背后的生产要素结构转型困境 (综合来看属于产业结构转型的问题),

—８８—

①

②

③

④

⑤

IndermitSGillandHomiKharas,“TheMiddleＧIncomeTrapTurnsTen”,TheWorldBank,

PolicyResearchWorkingPaper,No７４０３,August２０１５
KeunLee,SchumpeterianAnalysisofEconomicCatchＧup:Knowledge,PathＧcreationand

theMiddleＧincomeTrap,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２０１３,p１２７
KeunLeeetal,“IstheFourthIndustrialRevolutionaWindowofOpportunityforUpgrading

orReinforcingtheMiddleＧincomeTrap? AsianModelofDevelopmentinSoutheastAsia”,Journalof
EconomicPolicyReform,Vol２３,No４,２０１８,pp１Ｇ１８

王兆萍、马婧:«“中等收入陷阱”视角下经济开放、技术进步与产业结构升级———基于国

际经验的比较»,载 «产经评论»２０１７年第４期,第２５~３８页.

RichardFDonerandBenRSchneider,“TheMiddleＧincomeTrap:MorePoliticsthanEconomics,”

WorldPolitics,Vol６８,No４,２０１６,pp６０８Ｇ６４４;DavidDollar,“InstitutionalQualityandGrowth
Traps”,inFrancisEHutchinsonandSanchitaBasuDaseds,AsiaandtheMiddleＧIncomeTr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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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是一国经济增长放缓或停滞在市场维度的深度体现;而收入分配不均,
以及更深层次的利益集团盘踞则可以视为经济增长滞缓在社会维度的主要症

结,这些因素理应被归为 “中等收入陷阱”的表现而非成因.
第二,一些研究倾向于将陷入或跨越陷阱割裂为两个问题,即 “中等收

入陷阱”的形成原因与跨越路径,但二者实际上属于一个问题的两个侧面,
关于一国陷入 “中等收入陷阱”成因的解释理应可以用来分析一国为何能够

跨越陷阱.将形成原因与跨越路径割裂开来的这种分析逻辑,若是在比较两

个及以上国别案例的情况下,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模糊比较研究的焦点,造

成对陷入陷阱者与跨越陷阱者关注点的错位与脱节.
第三,既有研究无法精准回答为何东亚经济体在开放背景下出现了跨越

或陷入陷阱的结果分化.一方面,虽然既有成果部分涉及了东亚经验,但大

多数关注的是其中的成功案例,并由此凸显东亚模式的优越性.而同样在东

亚语境下,还存在着陷入 “中等收入陷阱”的案例,但既有研究对后者的探

讨似乎有所不足.另一方面,东亚国家通过出口导向型战略实现对外经济开

放,意味着东亚国家的经济发展深嵌于经济全球化之中.无论是前期东亚整

体经济的高速增长与起飞,还是后期某些国家经济增长的相对滞缓或衰退,
在某种意义上都可以视为经济开放或融入全球化的结果.

东亚 “中等收入陷阱”的研究思路由此也较为清晰地凸显出来,即理

解东亚经济发展效果的前提,是全面考虑经济开放对国内经济的正面与负

面影响.经济开放在什么条件下会推动一国顺利由中等收入阶段迈入高收

入阶段? 在什么条件下又会导致一国深陷 “中等收入陷阱”? 解答这一组

问题的关键在于找出经济开放影响东亚中等收入国家经济发展的过程与机

制,及其在不同国家中的具体表现.从既有研究来看,国际经济因素与

“中等收入陷阱”之间的内在关联尚未得到充分阐释,这正是本文试图构

建一个东亚 “中等收入陷阱”分析框架的原因之一,也是本文推演理论框

架的主要切入点.

三、开放调节机制与经济发展:
一个关于东亚 “中等收入陷阱”的分析框架

　　相对于低收入国家和高收入国家而言,经济开放或融入全球化对中等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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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国家的不利影响更为突出.① 东亚国家通过对外开放实现经济起飞后,基

本都面临 (过)“中等收入陷阱”的考验,但一国最终是跨越还是陷入陷阱,

在某种角度上取决于其开放调节机制 (opennessadjustmentmechanism)的

特性.
(一)东亚 “中等收入陷阱”的本质

根据既有研究的描述和东亚国家的实际情况,东亚 “中等收入陷阱”的

本质特征主要在产业转型与社会分配两个维度得以体现.

在产业发展维度,“中等收入陷阱”的本质是产业结构升级受阻.一国

迈入中等收入阶段后,如果继续稳步进入高收入阶段,其产业结构的变化规

律应该是 “农业占比持续下降,工业占比快速上升,服务业缓慢增长,在接

近高收入国家标准时,工业占比达到最高,约为４０％~４４％,服务业占比则

为５０％左右;在达到高收入水平后,工业占比又会小幅下降,同时服务业占

比持续上升,最高可达６０％”.② 简言之,即主导性产业部门逐步由农业向

工业,再向服务业转变.反之,如果一国长期困于中等收入阶段,则其产业

结构变化情况是第一产业依旧占据较大比重,且第二与第三产业的增加值占

国内生产总值 (GDP)比重未能实现上述程度的突破.

农业、工业和服务业增加值占比发生变化的背后,是各国在参与国际贸

易与分工的过程中,基于优势生产要素形成的主导性产业部门的变化.从这

个角度看,产业结构的深层次转型升级又表现为主导性产业部门由资源或劳

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密集型、再向技术知识密集型产业转变,或者由低附加

值产业逐步向高附加值产业转型.③ 反过来,陷入 “中等收入陷阱”则意味

着一国长期以劳动密集型产业 (或劳动密集型产业与资本密集型产业共同)

作为主导性产业部门,而技术知识密集型产业部门难以起步并逐步成长为国

民经济的支柱.在东亚地区,跨越组和陷入组的产业发展确实出现了上述结

果分化:以日、韩、新等为代表的经济体在中等收入阶段的产业结构均实现

了从低端到高端的升级,而 “四小虎”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产业结构演

—０９—

①

②

③

GeoffreyGarret,“Globalization’sMissingMiddle”,ForeignAffairs,Vol８３,No６,２００４,

pp８３Ｇ９６
张培丽: «不同经济发展阶段产业结构的合理性判断———基于各国发展经验的视角»,载

«教学与研究»２０１９年第１２期,第２９页.
苏东水主编:«产业经济学»(第三版),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第１６２~１６３页.



驾驭开放? □　

进似乎进入了瓶颈期,难以实现进一步的突破.
在社会分配维度,“中等收入陷阱”的本质是收入差距相对扩大.在一

国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中,收入差距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差异.① 收入

是否平等对于中等收入国家而言意义尤其关键,这是因为,中等收入国家一

方面不像低收入国家处于资本极度匮乏的状态,后者急需少数人先获得财富

以尽快积累资本,收入不均对其反而是有利的;另一方面又未能达到高收入

国家的资本充裕程度,因此需要充分调动各个收入阶层的财富扩大投资,以

促进社会生产.② 对比观察不同中等收入国家发展的分化,陷入陷阱的国家

总是伴随着收入差距的持续扩大,而跨越陷阱的国家在中等收入阶段中,基

本都成功地将收入差距控制在较低的水平 (相对于此前的低收入时期和此后

的高收入时期而言).
对于一国收入差距的衡量,目前最常用的指标之一是基尼系数 (GINI

Coefficient),数值越低,代表收入差距越小.③ 东亚主要经济体基尼系数的

演变情况总体而言与上述规律相符:２０世纪７０年代的日本、８０年代的新加

坡和９０年代的韩国,基尼系数都低于此前和此后的年份,且总体上也低于

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的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与菲律宾.陷入陷阱的

四国在进入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后基尼系数不降反升,这种趋势一直延续至今.
当然,基尼系数不是判断一国收入差距的绝对指标,贫困率、城乡分化、收

入分布等因素也有助于辅助观察.
(二)开放调节机制的概念与内涵

对于中等收入国家而言,经济开放将通过过度利用比较优势、凸显比较

劣势的路径对产业转型与收入分配产生更大的负面影响.因此,经济开放通

常也意味着陷入 “中等收入陷阱”的高风险性或高概率性.这为我们理解东

亚跨越与陷入 “中等收入陷阱”两组经济体的关键区别提供了思路,即各经

济体分别以何种方式调节经济开放的负面影响.本文由此提出开放调节机制

的概念,泛指在经济开放或全球化条件下,一国政府调整要素结构的一系列

—１９—

①

②

③

GeorgeRGClarke,“MoreEvidenceonIncome Distributionand Growth”,Journalof
DevelopmentEconomics,Vol４７,No２,１９９５,pp４０３Ｇ４２７

贺大兴、姚洋:«不平等、经济增长和中等收入陷阱»,载 «当代经济科学»２０１４年第５期,
第１~２页.

安东尼P瑟尔沃:«发展经济学»,郭熙保、崔文俊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版,
第２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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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措施的内容及其落实过程,开放调节机制通常以产业发展政策与社会分

配政策的形态出现.
开放调节机制的提出具有深厚的思想基础,丹尼罗德里克 (Dani

Rodrik)的 “国内投资战略”就是其中之一.① 罗德里克以韩国和新加坡的

实践为例,阐述了国内投资战略的内容与性质,包括政府对投资活动进行补

贴,引导私人企业对一些特定的项目 (特指企业不愿投资的项目)进行投

资,借助国有企业提高私人投资的利润率,以及通过税收优惠吸引外来投资.②

国内投资战略实际上是政府配置资本要素的诸多政策工具的合集 本质,

上也是发展中国家在开放经济条件下调整要素结构的政策举措.而由于产业

政策的根本着力点在于生产要素,③ 国内投资战略与产业发展政策可以说是

密切关联.
在本研究中,产业发展政策指政府介入特定产业成长与发展过程的政

策,目标是改变农业、工业和服务业在国家总生产中的比重,在工业化时代

还包括制造业内部劳动密集型产业、资本密集型产业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比

重分布.它一般表现为政府 “积极或消极参与某个产业或企业的生产、经

营、交易活动,以及直接或间接干预商品、服务、金融等的市场形成和市场

机制”,④ 其核心在于 “决定某一类战略工业得到发展还是改行”.⑤ 产业发

展政策的工具包括财政工具 (税收)、金融工具 (贷款和投资)与行政工具

(许可与管制)三大类.
开放调节机制还有另一个思想基础,即开放补偿 (compensation)理

论.彼得卡赞斯坦 (PeterJKatzenstein)研究发现,“欧洲小国将国内补

偿战略作为在国际经济中追求自由主义的补充,通过某些特定的国内政策来

应对国际自由化的不利影响”,这里的国内补偿战略泛指 “旨在为投资和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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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丹尼罗德里克: «新全球经济与发展中国家:让开放起作用»,王勇译,世界知识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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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３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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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集团２０１０年版,第２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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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的不稳定性提供补偿的政策”.① 开放补偿是指对在全球化中利益受损的产

业或行为体进行调整援助的政策.② 这是在国际环境不允许一国使用保护主

义政策的情况下,该国政府缓解经济开放对国内经济不利影响的补救性措

施,其实质是一种再分配政策或社会福利政策,一般指向的是普通劳动者或

者劳动力要素所有者.③ 现实中不少国家都有开放补偿的实践,如美、欧、
韩等经济体推行贸易调整援助制度,为因进口规模扩大而失业的农民与工人

以及利润下降的企业提供补贴、培训或税收优惠等补偿.④

在东亚地区,发展中国家的社会分配政策并非纯粹意义上的福利政策,
前者除了旨在维护社会公平外,更强调经济发展的目标,因此也被称为 “发
展型社会政策”.⑤ 这类政策在实施过程中,除了税收调节外,更常用的方式

是扩大经济参与,尤其强调劳动者通过进一步参与生产活动来谋得生计并实

现收入的增长,而不是一味依赖政府的补助.⑥ 东亚国家的社会分配政策包

含着明显的 “生产性”,或者说这种分配政策是与经济政策 (尤其是聚焦于

生产活动的产业发展政策)高度融合、紧密联动的,⑦ 这也使开放调节机制

成为一个有规律可循的有机整体.
(三)开放调节机制的两种类型

无论是国内投资战略,还是开放补偿机制,主要关注的都是在经济开放

过程中 “有作为”或 “正确作为”国家的政策选择.但与这类国家形成鲜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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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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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的是,另有一些国家在面对经济开放时 “无作为”或者 “错误作为”.
本文据此将开放调节机制分为两种类型:进取型调节机制和保守型调节机

制.二者的根本区别在于要素结构的调整方向,由此在产业发展和社会分配

政策上的表现各有不同 (见表２).
第一,进取型调节机制和保守型调节机制在要素结构调整方面分别以

“培育转化劣势要素”和 “固化汲取优势要素”为导向.进取型机制的内核

在于对现有要素结构的改进,其关键点是大力培育当前处于劣势的生产要

素,一般指资本和知识技术,使其逐渐成长为本国新的竞争优势.伴随着一

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该国传统比较优势可能会逐渐丧失,需要由政府创

造有利于提高本土企业生产率的条件,通常表现为知识的生产与技术的创新

等高级生产要素的创造.① 进取型机制也包含对旧的比较优势进行改造升级,
包括提高劳动力的素质,使低技术劳动力转化为具有更高知识与技术水平的

劳动力.日本、新加坡和韩国等国家在其各自的中等收入阶段都确立过大力

扶植资本,尤其是知识与技术等新兴要素的政策方向.保守型机制更强调巩

固现有的要素结构,即更侧重于通过政策干预加固衰落中的优势要素.具体

而言,通过特定的政策措施控制劳动力价格的增长,延缓劳动力优势下降的

速度,便于继续汲取劳动力要素的优势;对于同时期处于劣势的生产要素的

关注程度相对较低,或者至少未能像实施进取型机制的国家一样集中政策资

源进行扶持.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

等基本都存在对传统劳动力要素过度重视、未能系统有效地实施扶持新兴生

产要素的情况.当然,相关国家也可能出台零散的扶持新兴要素的政策,但

其天平总体上更偏向于巩固传统要素.
第二,进取型调节机制和保守型调节机制在产业发展政策方面分别以

“扶持新兴产业”和 “挽救传统产业”为选择.进取型机制意味着集中资源

扶持新兴产业的崛起,同时放弃对传统产业的大力支援.对于中等收入国家

而言,不占据优势的新兴产业部门一般更难以吸引到私人资本的注入,因

此,新兴产业部门的崛起只能依靠政策倾斜.日本、新加坡与韩国在中等收

入阶段的产业发展政策,虽然政策工具各有所异,但其基本方向都经历了

“扶持重化工业”(同时减少对轻工业的支持力度)到 “扶持高新技术产业”

—４９—

① 张涛: «国家竞争优势的来源———知识生产、知识资本化和制造基础»,载 «探索与争鸣»

２０１９年第７期,第１３６~１４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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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变迁过程.这与相关国家产业结构的升级进程是相契合的.① 保守型机制

的表现是继续挽救与扶持传统产业,相比较之下对新兴产业的支持力度较为

有限.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东亚 “四小虎”的产业发展政策的演进过程并不像日

本、新加坡和韩国那样清晰,虽然前者也出台一些支持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

业发展的政策,但总体而言表现更为保守,即在劳动密集型产业竞争力开始

下降时未能及时扭转产业发展方向并转向对新兴产业部门的扶持,而是试图

加固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竞争力.

第三,进取型调节机制和保守型调节机制在社会分配政策方面分别表现

出 “补偿传统产业参与者的利益”和 “汲取传统产业参与者的利益”倾向.

进取型机制中的社会分配政策其实是对开放补偿理论的一种实践.围绕进取

型机制中改良生产要素结构的这一基本出发点,各国的相关政策包括但不限

于高度重视对劳工的技能培训、由政府主导创造更多的教育资源等,从提高

劳工的素质入手改善他 (她)们的就业条件与收入水平.这也是东亚国家

“发展型社会政策”或 “生产性福利制度”的具体表现,日本和韩国就是典

型案例.保守型调节机制在社会分配政策则表现为汲取传统产业参与者的收

益,以维系国家经济增长,它总体上与 “开放补偿”的理念相背离.具体政

策包括人为压低劳动力成本、控制对于劳工的福利支出等,对于传统优势产

业还包含了农业的国家而言,其政策可能也包括压缩农民的福利等.东亚

“四小虎”在社会分配维度的政策总体来看都表现出上述倾向.

表２　开放调节机制的两种类型及其特征

类型 核心特征 产业发展政策 社会分配政策

进取型

调节机制

侧重于劣势要素的培育与

转化

重在扶植新兴产业 (基于

崛起中的劣势要素)
补 偿 传 统 产 业 参 与 者 的

利益

保守型

调节机制

侧重于优势要素的加固与

汲取

重在挽救传统产业 (基于

衰落中的优势要素)
汲 取 传 统 产 业 参 与 者 的

利益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四)开放调节机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开放调节机制可以对经济开放冲击中等收入国家国内经济的过程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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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汪斌:«东亚工业化浪潮中的产业结构研究———兼论中国参与东亚国际分工和产业结构调

整»,杭州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第４１~１６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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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扰”作用.上述对进取型调节机制与保守型调节机制的内涵辨析,使二

者的效果差别也较为清晰地显现:前者更有利于一国发展的升级,最终推动

其跨越 “中等收入陷阱”;后者可能加剧国家发展的滞缓,使其在全球化浪

潮的裹挟下陷入陷阱 (见图１).

图１　东亚 “中等收入陷阱”分析框架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进取型机制是一种 “顺势而上”的调节方式,它在 “持续衰落中的优

势”与 “缓慢崛起中的劣势”之间选择了后者.从短期来看,实行进取型调

节机制的国家可能承受更大的内外压力,在将传统产业转移出去时,既要争

取充足的外部空间 (劳动力优势地位更为突出的东道国对外资的容纳程度),
又要应对国内传统产业既得利益者的反抗,同时还要动员并集中大量资源与

精力培育崛起劣势要素与新兴产业.这种多重任务齐发的局面,使相关国家

在短期内可能面临经济增速下滑与社会动荡等问题.但从长远来看,进取型

机制直击中等收入国家的核心难题,通过产业发展政策与社会分配政策的巧

妙平衡,不仅避免了产业发展在中等收入阶段的固步自封,也在一定程度上

弥合了收入差距.
保守型调节机制则是一种 “扬长避短”式的调节方式,即持续发扬本国

的优势要素 (尽管它在全球化的冲击下已渐趋衰落),汲取其中的红利,同

—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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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回避自身的劣势.这类调节机制虽然在短期内有利于维持国内经济的增长

活力,但就长远影响而言,它进一步加深了产业结构固化和社会利益冲突,

实际上也是放大了经济开放对于中等收入国家国内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不利

影响.

四、韩国进取型调节机制的形成与跨越 “中等收入陷阱”

２０世纪６０~９０年代,韩国处于中等收入阶段,其在经济开放背景下所

实施的进取型调节机制,使其顺利跨越 “中等收入陷阱”.
(一)产业发展政策:集中资源发展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业

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韩国在２０世纪７０~８０年代重点扶持重化工业,

８０年代末开始又转向高新技术产业.

韩国集中资源发展重化工业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第一,确定扶持重

化工业的具体产业类型.１９７３年１月,时任韩国总统朴正熙在记者会上发表

«重化学工业宣言»,① 随后选定钢铁、机械、电子、造船、有色金属和石油

工业为六大战略产业.第二,资金分配向重化工业大幅度倾斜.一方面,引

导外资 (包括贷款与直接投资)进入重化工业部门,同时限制轻工业部门对

外资的获取.单看外国贷款,这一时期重化工业与轻工业所获得资金比例约

为４∶１.② 另一方面,在国内开拓更多的融资平台.在１９７３年设立的国民投

资基金中,政府强制性地将部分居民定期储蓄纳入其中,并主要分配至重化

工业部门.第三,通过税收调整与行政支持激励重化工业企业的扩张.重化

工业国内税收可以直接享受最初３年免税,其后２年减免５０％税收的优惠,

关税则可以削减７０％至１００％.③ 韩国政府还建立生产基地与工业园区,鼓

励企业进入重化工业部门.

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后期开始,韩国政府开始调整对重化工业扶持政

策,包括放松政府规制、取消一些重大项目、控制对重化工业的过度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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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宋宇、杨佩卿:«中等收入陷阱的东亚式规避:韩国经验及其启示»,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版,
第１３７页.

崔文、金华林:«现代韩国经济»,延边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版,第１３２页.
(全国经

济人联合会:«韩国经济政策４０年史»,全国经济人联合会１９８６年版,第８１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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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实际上,政府是希望借此方式推动韩国支柱产业逐步由资本密集型产业

转向知识与技术密集型产业,而这也标志着韩国高新技术产业政策的起步.
第一,选定重点扶持的高新技术产业部门.１９９３年,金泳三政府颁布了 “新
经济五年计划”和 “新经济百年计划”,将发展科技作为振兴经济最关键的

任务,并先后选定了集成电路、数码家电、通信设备、电脑和电子零部件等

信息技术为重点培养的产业.① 第二,在顶层设计方面设立配套制度.１９８８
年,韩国政府建立科学技术委员会,其主要职责是审批国家科技发展规划,
以及对政府各部门与科技有关的政策进行协调.第三,引导外来直接投资进

入高新技术产业部门.１９９８年,韩国政府颁布新版 «外国人投资促进法»,

放宽外企对韩投资的诸多限制,同时在一些重点行业实施减免税优惠,② 允

许外国企业在技术性较强的领域进行全额投资,不受股权比例限制;相关外

企在对韩投资最初１０年内可选择任何一个５年享受免税待遇,其所投资本

金可以自由汇出,利润汇出也不受任何限制等.③ 第四,扩大对技术研发的

资金投入.１９９６年,韩国的研发支出占 GDP比重为２２６％,高于世界各国

的平均水平 (１９７％),而且作为对比,与同年作为发达国家代表的美国

(２４５％)和日本 (２６９％)相比差距并不大.④

(二)社会分配政策:补偿农民与劳动者的利益

在重化工业与高新技术产业先后崛起的同时,游离于这两大产业之外的

农民与低技术劳动者则由于农业与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相对边缘化或衰落而利

益受损.从朴正熙第二任期开始,历届韩国政府都开始重视对这两类行为体

的补偿.

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经济高速增长,尤其７０年代重化工业迅速崛起的背

景下,朴正熙意识到 “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构性问题正日益凸显,且急需国家

通过社会整合来缓解这些问题”.⑤ 基于此,韩国政府通过新村运动推行一系

—８９—

①

②

③

④

⑤

李保平:«文人总统———金泳三»,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第２７０~２７１页.
彭金荣:«韩国经济再现 “汉江奇迹”的原因和启示»,载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２０００年第６

期,第９１~９２页.
刘洪钟:«东亚跨国直接投资轨迹研究»,辽宁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５８~５９页.

WorldBankOpenData,https://dataworldbankorg/．
https://themearchivesgokr/next/semaul２０１６/vi

ewSubdo?dir＝sub０２&subPage＝sub０２Ｇ１Ｇ１ (河在勋: «新村运动介绍»,国家纪录院,https://

themearchivesgokr/next/semaul２０１６/viewSubdo?dir＝sub０２&subPage＝sub０２Ｇ１Ｇ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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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补偿农民利益的措施.第一,改善农村的基础设施环境与生产条件.政府

为农村免费提供水泥和钢筋等建筑材料,并向农民提出２０项公共事业建设

建议,包括修缮村道与桥梁、改造水井等.第二,为农民创造更多的就业机

会.政府直接出资实施农村基础设施改建项目,引导当地处于农闲状态的农

民参与其中,再由政府向农民发放工资.第三,引进新的经济作物,推广高

产农作物品种的种植技术,以及引导农民采用新型农业运作方式,如参与集

体耕作与销售等.
韩国政府还在生产性福利制度框架下出台了一系列补偿劳动者的政策措

施.生产性福利制度的核心思想是劳动者或失业者必须 “通过工作获得福

利”.① 它与一般福利制度的区别在于,政府不是直接为劳工或失业者提供资

金上的补贴,而是鼓励劳工在就业中获得物质和精神上的收益,致力于提高

他们自我帮助的能力.② 韩国生产性福利的理念由金大中在１９９９年提出,但

在此之前,韩国政府面向劳动者的社会分配政策其实已经在一定程度上体现

了生产性福利制度的属性特征.卢泰愚在其任内推进了三项福利措施,包括落

实 «最低工资法»、国民福利退休金计划 (针对企业劳工)和医疗保险计划;
金泳三则在此基础上引进了失业社会保险计划,并将国民退休金计划的适用对

象扩大至农民与渔民.③ 为了尽快恢复亚洲金融危机后的社会秩序,金大中

又设立了临时性生活保险项目.④ 此外,韩国历届政府都高度重视劳工培训

与教育,这是韩国一以贯之的传统,也是生产性福利制度内涵的集中体现.
(三)韩国跨越 “中等收入陷阱”

在进取型调节机制之下,经济开放对于韩国经济的负面影响被弱化,韩

国突破 “比较优势真空”这一中等收入国家的固有禁锢,产业结构逐步实现

升级,收入分配基本也趋于平衡,最终在２１世纪初实现从中等收入到高收

入阶段的跨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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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ChangYunＧShik,SeokHyunＧho,andDonaldLBakereds,KoreaConfrontsGlobalization,

NewYork:Routledge,２０１１,p２３７
赵胡铉:«韩国 “生产性福利”的政策理念与制度安排»,载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２００９

年第５期,第７２页.

JaeＧjinYang,ThePoliticalEconomyoftheSmallWelfareStateinSouth Korea,New
York:CambridgeUniversityPress,２０１７,pp１１９Ｇ１２３

JosephWong,“AdaptingtoDemocracy:SocietalMobilizationandSocialPolicyinTaiwanand
SouthKorea”,StudiesinComparativeInternationalDevelopment,Vol４０,No３,２００５,pp９３Ｇ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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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在中等收入阶段成功地将原本相对稀缺的资本和技术要素转变为相

对充裕的要素.２０世纪７０年代至２０世纪末,韩国经历了从资本净输入国向

资本净输出国的转变.①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韩国的知识与技术要素也逐渐演

变成为比较优势.从人才素质看,韩国的大学入学率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至９０
年代经历了突飞猛进式的增长,１９７１年大学入学率仅为６７８％,至２０００年

已增长至７６６６％,② 说明韩国劳动力格局正在逐渐由 “以低技能劳工为主”
转化为 “以具备一定知识技能的劳动者为主”.

韩国的产业结构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至２１世纪初实现了逐步升级.２０世

纪７０~８０年代,韩国以造船、钢铁等为代表的重化工业部门的生产规模与

国际竞争力逐渐扩大与提升.１９７０年韩国制造业生产中,重化工业产值占比

仅为３７８％,而同期轻工业所占比重高达６２２％;直至１９７９年,重化工业

产值首次超越轻工业部门,占比达到５１２％.③ 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起,韩国

的支柱性产业逐渐由重化工业向高新技术产业转变.１９９０年,韩国中高技术

产业的附加值占制造业总附加值的比重已达到４５１６％,该产业的出口占韩

国制造业总出口额的比重也超过５０％;至２０００年,这两个比重已分别增长

至５８８７％和７０４％.④

韩国在中等收入阶段的收入分配也避免了严重的两极分化.从宏观上

看,韩国在中等收入阶段的基尼系数基本稳定在较低水平,贫困率也以较快

的速率下滑.⑤ １９７５~２０００年,韩国的基尼系数基本保持在３０％左右,而除

了在１９９７年亚洲金融危机后几年中有所上升外,在其他年份里主要呈下降

趋势.⑥ 韩国的贫困率在２０余年间由２０％降至１０％以下,中产阶级规模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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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数据库 (UNCTADstat),https://unctadorg/statistics.
同上.
崔文、金华林:«现代韩国经济»,第１６页.
联合 国 工 业 发 展 组 织 (United NationsIndustrialDevelopmentOrganization,UNIDO),

https://wwwunidoorg/researchers/statisticalＧdatabases.
在进入高收入阶段后,韩国的收入差距相对于其在中等收入阶段有所扩大,但这并不对本

文的判断产生冲击.本文强调的是陷入 “中等收入陷阱”的本质之一是,一国在中等收入阶段的收

入差距相对于此前阶段明显扩大,或者说无法维持在相对较低或稳定的水平.换言之,后者是前者

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在韩国进入高收入阶段后,收入差距扩大不再是 “中等收入陷阱”问

题,在语境上其实已经成为 “高收入陷阱”问题.

SeoghoonKang,“GlobalizationandIncomeInequalityinKorea:AnOverview”,deliveredat
FDI,HumanCapitalandEducationinDevelopingCountriesTechnicalMeeting,Organizedbythe
OECDDevelopmentCenter,１３Ｇ１４December２００１,Paris,pp２６Ｇ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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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之迅速壮大,由１９６０年的２０％上升至１９８７年的６５％.①

五、泰国保守型调节机制的形成与陷入 “中等收入陷阱”

与韩国形成鲜明对比,在面对经济开放导致产业结构固化与收入分配恶

化危机时,泰国实施了保守型调节机制,这成为其陷入 “中等收入陷阱”的

关键一步.
(一)产业发展政策:巩固农业与劳动密集型产业

泰国在中等收入阶段的历届政府难以像韩国政府一样,形成一系列全局

性、系统性与递进式的产业发展政策.② 从炳政府到他信政府,包括农业和

劳动密集型产业在内的传统产业部门都得到更大重视,其中农业主要指农作

物种植,劳动密集型产业主要包括农产品加工业、纺织业及汽车制造业.③

首先是扶持与巩固农业的政策.农业在泰国的经济社会中长期占据着关

键地位.④ 早在经济起飞之前,泰国各届政府就已通过颁布与修订 «泰国农

业和农业合作社银行法»,建立农业合作社制度和成立农业和农业合作社银

行等方式大力支持农业的发展.⑤ 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泰国政府对农业的

支持力度有增无减,政策工具包括信贷支持、税收优惠、开辟外部市场等.

具体而言,通过农业和农业合作社银行,以优惠的利率为农业发展提供了更

多生产所必需的资金;针对重要农产品实行减免税制度,如炳政府从１９８６
年开始正式废除大米税制度;⑥ 通过商签诸多自由贸易协定,确保泰国相关

产品能以较低的价格维持其在他国市场上的竞争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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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WorldBankOpenData,https://dataworldbankorg/
罗仪馥:«对外经济政策、产业扩张模式与经济发展———基于韩国与泰国的比较分析»,载

«当代亚太»２０２０年第４期,第９５~１２３页.
汽车制造业本属于重化工业,但泰国的汽车制造业主要通过承接日本等国向外转移的加工

组装环节而发展起来的.该产业在泰国的发展主要依靠的是该国相对低成本的劳动力等条件,而不

是以泰国资本为依托,因此本文暂将其纳入广义上的劳动密集型产业.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赴泰产业政策考察团:«泰国的产业政策与经济发展»,载 «管理世界»

１９９０年第６期,第１２８页.
猜荣初察、初珏:«泰国的土地和农民问题»,载 «东南亚研究资料»１９６４年第２期,第

７４~８１页;许均华:«泰国的农业金融制度»,载 «东南亚研究»１９８８年第３期,第３１~３３页.

Porphant Ouyyanont,Rural Thailand:Change and Continuity, Singapore:ISEAS
Publishing,２０１６,p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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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重点扶持以劳动密集型为主的传统制造业.具体政策包括为相关

产业提供更多低成本的劳动力,直接补贴、信贷偏向与减税优惠,大力引进

外资等.泰国非常重视引进外来劳动力,尤其是来自柬埔寨、缅甸和老挝等

周边国家的年轻劳动力来维系泰国的劳动力要素优势.２００２~２００３年,泰国

先后与上述三个国家签署了关于引进劳工的谅解备忘录,逐步建立起健全的

劳工跨国流动制度.① 外来劳工在泰国主要聚集在加工制造业里的低技术岗

位,并逐 渐 形 成 了 具 有 一 定 规 模 的 劳 工 群 体,其 数 量 在 ２００９ 年 超 过

１５４万.②

与农业政策和劳动密集型产业政策的持续性与高效性形成鲜明对比,泰

国政府对资本密集型产业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支持力度相对较小.１９８０年启

动的 “五五计划”曾包含发展基础工业和重化工业的设想,但最终因为资本

投入不足而未能实现;此后在外资的驱动下,泰国又政府进一步将政策重点

收缩并聚焦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上.③ 虽然在新资本集团 (他信、英拉)执政

的数年里,泰国政府也出台过一些高新技术产业政策,但其力度与成效并不

明显,延续性也受限.④

(二)社会分配政策:汲取农民与劳工的利益

在他信执政之前,泰国政府很少提及福利制度,尤其在拉玛九世 “充足

哲学”理念的指引下,政府在大多数时候都是主张各类行为体 “自给自足”.
在此前提下,泰国政府陆续出台的面向农民与劳动者的政策,都更多地强调

这两类行为体的经济属性 (即传统产业部门的主要参与者,以及上述产业发

展政策的受益者),而非社会属性 (社会弱势群体),这就使泰国的社会分配

政策总体上呈现出 “汲取农民和劳动者利益”的特征.
首先,泰国的一些政策其实并不利于农民低收入者增加收入.例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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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SrawoothPaitoonpongetal,“EconomicCostsandBenefitsofLaborMigrationCaseofThailand”,

inHosseinJalilianed,CostsandBenefitsofCrossＧcountryLabourMigrationintheGMS,Singapore:

ISEASPublishing,２０１２,pp２５６Ｇ１５７
PormateeVimolsiri,“InternationalMigration:SocialandEconomicImpactforThailand”,at

theSeminaronInternationalMigrationinThailandandSoutheastAsia:PoliciesandPractices,January
１２,２０１１

汪斌:«东亚工业化浪潮中的产业结构研究———兼论中国参与东亚国际分工和产业结构调

整»,第１６８~１７１页.

RazeenSally,“ThaiTradePolicy:From NonＧdiscriminatoryLiberalisationtoFTAs”,The
WorldEconomy,Vol３０,Issue１０,２００７,pp１５９４Ｇ１６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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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最有利于提高农民收益的农产品价格保障制度,在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方面

所能发挥的作用受到限制.在该制度下,一般由政府按指定价格向农民收购

各种农作物,这一政策的初衷在于保障农民的收入稳定,即在农产品价格随

着产量的增加而下降的情况下,确保农民的整体收入不至于出现大幅度下

跌.但从实际落实情况看,占农民人口大多数的小农户一般很少有余粮出售

给政府 (这部分农民甚至需要从市场购买口粮),他们不仅无法享受政府补

贴,反而需要作为消费者为这一补贴计划 “买单”,而真正能享受农产品价

格保障计划的是地主或农民大户,因为这部分人口通常拥有更多的余粮.①

其次,面向劳工的政策总体来看比面向农民的政策更为零散,但也体现

了相似的政策理念,即通过汲取劳工的收益来维持泰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竞

争力.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后期开始,泰国将劳工制度由 “固定”转为 “可
变”,企业减少对长期工人的雇用,而增加对临时工或分包合同工的雇用.
该政策有助于节约相关企业经营的成本,但其代价是劳工的就业处于极不稳

定状态,面临更大失业风险,整体薪资收入也有所下降.在最低工资制度的

实施与改进方面,泰国政府的态度并不积极.１９８７年,泰国日工资的最低标

准为:曼谷及其周边地区７３铢,中部和南部６７铢,北部和东北部６１铢.②

与当时泰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物价水平相比,这一标准显然偏低.但经过频

繁的讨价还价,泰国政府在１９８９年４月才出台新标准,不过也仅作极小幅

度的调整,即提高２~５泰铢.
(三)泰国陷入 “中等收入陷阱”
在保守型调节机制之下,经济开放对泰国国内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不利影

响被放大,主要表现在泰国要素结构的进一步固化,这在泰国的产业结构与

社会分配演进态势中得到进一步反映.
在保守型调节机制之下,开放经济使泰国的要素结构难以实现质的改

变.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至今,泰国土地要素并未发生颠覆性的变化,虽然不

是泰国的核心优势,但也并不构成泰国要素结构的短板;劳动力要素的优势

虽然随着劳动力成本的提高而略有下降,但总体上仍是泰国相对优势所在;
而作为新兴要素的资本和知识技术在泰国长期无法崛起成为优势要素.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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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通洛翁占、蔡文枞: «泰国农村开发政策和贫困问题»,载 «东南亚研究»１９８７年第 Z１
期,第２９~４１页.

布阿莉:«泰国的劳工问题»,载 «印度支那»１９８９年第２期,第４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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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１年之前,泰国吸引外资流量都远远大于对外直接投资流量,虽然２０１１
年首次出现资本净输出的情况,但这种格局极不稳定,此后又经常回归资本

净输入的状态,说明泰国还不能被归入资本充裕型国家.而就知识与技术要

素的培育情况而言,泰国在这数十年间取得的成效也较为有限.①

泰国的产业结构长期无法实现转型升级.泰国的工业化最早起步于农产品

加工业,发展至今,该产业以及农业部门仍是泰国的两大支柱性产业;２０世

纪８０年代逐步兴起的轻纺工业和汽车制造业在泰国的工业发展史上也长期占

据重要地位;旅游业发展也较快,并逐渐成长为该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源.
这些产业部门的特点在于,它们都是建立在土地和劳动力这两大基础要素之

上,相比较之下,资本密集型产业与技术密集型产业在泰国经济发展中的表现

并不活跃.１９８１年,泰国制造业部门产值占 GDP的比重首次超过农业,二者

分别占比２２６％和２１４％.此后制造业部门占比稳步上升,而农业部门所占

比重逐渐下降,这种趋势一直维持至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自那以后,泰国的农

业产值占比长期在８％~１１％之间波动,而制造业产值占比则稳定在２６％~
３１％的范围内.② 在制造业内部,商品出口情况可以大致反映泰国制造业各

子部门的相对实力.如表３所示,从２０００年到２０１５年,泰国贸易竞争指数

排名前五的产品种类并未出现 “质”的变化,基本都属于初级加工产品.

表３　２０００年和２０１５年泰国主要产品贸易竞争力指数

２０００年 ２０１５年

产品种类 指数 产品种类 指数

大米 ０９９９７２ 天然橡胶 ０９９６６８

石油气 ０９９９３６ 大米 ０９９３２４

金属精矿,金除外 ０９９９２ 腌制的肉杂碎 ０９８３５８

天然橡胶 ０９９８６２ 木屑、刨花、废木 ０９７７４１

木屑、刨花、废木 ０９９７６９ 植物纺织纤维 ０９５９３５

　　 说明:贸易竞争力指数衡量的是一国某产品的进出口贸易差额占进出口总额的比重

资料来源:邓洲: «泰国产业竞争力现状及中国与泰国贸易拓展潜力研究»,载 «东南亚纵横»
２０１７年第４期,第５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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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RajahRasiah,“ExpansionandSlowdowninSoutheastAsianElectronics Manufacturing”,

JournaloftheAsiaPacificEconomy,Vol１４,Issue２,２００９,pp１２３Ｇ１３７
参见 UNCTADstat,https://unctadorg/en/Pages/Statistics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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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在社会收入分配方面也未得到改善.１９８８~２００６年,泰国的基尼系

数一直稳定在４０％以上,这是收入差距较大的表现;２００６年之后,虽然基

尼系数有所降低,但下降幅度并不大,大体由２００６年的４２５％降至２０１３年

３７８％,而且在此过程中,基尼系数还多次出现向上反弹的情况,说明收入

差距缩小并未成为一个稳定趋势 (见图２).此外,泰国在１９８８~２０１３年确

实有效减少了贫困,但由于最初的贫困人口基数较大,直至２０１３年,泰国

仍有７３０万的人口处于贫困线以下,贫困率高达１０９４％ (见图２).

图２　１９８８~２０１３年泰国贫困人口数、贫困率与基尼系数

资料来源:贫困人口与贫困率数据来源于泰国国家经济与社会发展委员会办公室

(OfficeofNationalEconomicandSocialDevelopmentCouncil),https://wwwnesdc

goth/nesdb_en/mainphp?filename＝index;基尼系数整理自 WorldBankOpenData,

https://dataworldbankorg/

六、结论与启示

东亚 “中等收入陷阱”问题本质上是相关国家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能

否进一步 “驾驭开放”的问题.本文提出了开放调节机制的概念,用于解释

东亚国家跨越或陷入 “中等收入陷阱”的现象.根据东亚国家的经验,将开

放调节机制划分为进取型和保守型两种类型,进取型调节机制有助于跨越

“中等收入陷阱”,而保守型调节机制则可能导致经济体陷入 “中等收入陷

阱”.这一分析框架不仅在韩国与泰国的案例分析中得到了充分验证,对于

其他东亚经济体也具有适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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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另一个跨越 “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新加坡为例.在产业发展政

策上,新加坡的选择与韩国相似,经历了由集中力量支持重化工业的崛起

(２０世纪６０~７０年代)到重视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的变化 (２０世纪７０
年代中后期).① 而在社会分配政策方面,新加坡政府的相关政策与日本、韩

国等相似,也表现出一定的 “生产性”特征.② 以中央公积金制度为代表的

福利政策高度强调公民的 “自力更生”,即鼓励与帮助劳动者通过就业获得

各种形式的社会福利.③

又以马来西亚为例.在开放调节机制方面,马来西亚早期更偏向于保守

型.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前,马来西亚高度重视劳动力要素优势的保持,在

产业发展政策上对建立在劳动力要素基础上的加工制造业和部分服务业以及

农业尤为看重;④ 而在社会分配政策的选择上,马来西亚也倾向于汲取上述产

业参与者的收益,通过管控劳动力成本、限制企业持股权、就业分配等方式将

相关产业参与者的财富转移至其他社会经济行为体手中.⑤ 由于这一时期马来

西亚相对具有优势的加工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参与者以华人占据较大比重,上述

政策其实也是 “马来人优先”的民族分化政策的衍生品.作为结果,马来西亚

的产业发展与社会分配情况符合陷入 “中等收入陷阱”的情形,尤其在２０世

纪８０~９０年代,其产业结构变迁基本处于一个较为滞缓的状态,⑥ 收入差距

也较大.但伴随着民族政策的调整,马来西亚相关政策也开始零星地表现出

进取型调节机制的某些特征,如开始重视并支持高新技术产业等新兴产业部

门的发展,以及在社会分配上逐渐减少对传统产业参与者 (主要指华人)利

益的过度汲取等.⑦ 这或许可以为其跳出 “中等收入陷阱”带来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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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刘连银:«当代东南亚经济论析»,武汉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１９~３４页.
万国威、刘梦云: «“东亚福利体制”的内在统一性———以东亚六个国家和地区为例»,载

«人口与经济»２０１１年第１期,第１~９页.
郭伟伟:«新加坡社会保障制度研究及启示»,载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２００９年第５期,

第７６~８１页.
刘连银:«当代东南亚经济论析»,第５２~５５页.
拜玉明:«七十年代以来马来西亚各种族间财富转移问题初析»,载 «印度支那»１９８９年第４

期,第４８~５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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驾驭开放? □　

开放调节机制概念的理论价值在于将IPE和国际经济学所普遍关注的国

际经济如何影响国内经济的过程解剖开来,并以生产要素为纽带,在产业发

展和社会分配这两个 “中等收入陷阱”研究最核心的两大维度之间搭建起桥

梁.通常情况下,旨在提高生产效率的产业政策与强调社会公平的分配政策

可能会发生冲突.但本文通过对东亚案例的比较分析,提出了新的判断,即

至少在中等收入时期,东亚跨越 “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在追求效率的同

时,也通过特定的政策适当维护社会公平,使其收入差距与其他陷入陷阱的

国家相比明显较小.
开放调节机制概念还具有一定的现实启示意义.对于中等收入国家而

言,尽管它们在国际经济中总体上不占优势,但在面对经济开放带来的负面

冲击时,这些国家并非只能被动接受,而是可以通过建立适宜且有效的产业

政策与社会政策来抵消经济开放对国内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不利影响,使其既

能享受开放带来的巨大红利,又可以避免在国际经济的裹挟或挤压下陷入发

展滞缓的困境.在世界各国难以回避经济全球化的年代, “如何驾驭开放”
可能逐渐取代 “是否开放”,成为各国对外经济政策的重点关切.从本研究

来看,形成适当的开放调节机制才能成功地 “驾驭开放”,保障一国不至于

在经济全球化的裹挟下走向衰落.在客观条件允许的前提下,中等收入国家

经济与社会政策应该更多地聚焦与作用在生产要素上,尤其是知识与技术等

高水平要素的培育,而对于支撑本国实现经济起飞的传统要素,则应该更加

主动地对其进行改造与升级.
此外,本文还衍生了另一个重要问题,即影响东亚经济体形成进取型或

保守型调节机制的深层动因是什么? 结合东亚经济体的共性与差异,这一问

题可能需要更深入地挖掘东亚特有的政治与社会因素,因此期待着更多发展

经济学、CPE以及IPE理论与方法的融合与创新.总的来看,东亚 “中等收

入陷阱”或将成为一个源源不断涌现新研究问题的 “学术富矿”,常探常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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